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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再审视

汪卫华∗

一、反差明显的抗疫表现

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真切见识了一个预期前景高度不确定、所谓“真相”
不断“翻转”的世界.武汉“封城”一周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彼时中国国

内疫情正处在急速上升期,但境外疫情尚只波及１８个国家(８２例确诊病例).
截至２月２８日,全球５２个国家已出现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将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为“非常高”.但就是这一个月间,中国人民团结

一心、举国动员,湖北、武汉疫情阻击战在２月下旬终于扭转局面.３月１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当天武汉市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

舱,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防控“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① 然而,
就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之际,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到全球１１４个国家和

地区.３月１１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对令人震惊的疫情传播程度和严重

程度深感担忧,也对令人震惊的无所作为程度深感担忧,因此评估认为 COVＧ
IDＧ１９可被定为大流行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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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各国疫情在３月中下旬开始急剧恶化,不但未能倚仗其先进医疗资

源防患于未然,反而先后变成“重灾区”.美、英、法、德以及意大利、西班牙、加
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无一幸免,尽数“沦陷”.意大利

首当其冲,３月中下旬疫情几近失控.英国政府于３月１２日宣布抗疫进入“拖
延”阶段后,政府科学顾问首提“群体免疫”方针,舆论一片哗然.“保持社交距

离”的各种防控措施迟至３月底才在英国趋严.连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本人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于４月５日起入院治疗２０余天.

美国领导层于疫情暴发之初掉以轻心,视若“大号流感”.即便３月１３日

全国进入应对疫情“紧急状态”之后,特朗普照样大话连篇、“特不靠谱”.疫情

形势严峻的民主党执政各州猛烈抨击联邦政府应对消极、举措失当、救助不

力.共和、民主两党只顾跟着竞选节律相互攻讦,丝毫看不出精诚团结、共克

时艰的政治操守.更有甚者,总统和国务卿带头,部分美国政客热衷于将疫情

“政治化”“污名化”“阴谋化”,“甩锅”中国,“断供”世界卫生组织,推卸己责,嫁
祸他人,不但严重毒害了中美双边关系,也为国际抗疫合作人为增添障碍.

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科学认知迄今远不成熟.西方国家“自扫

门前雪”尚且力有未逮,又碍于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在执行严格的社交隔离

方面行动迟缓,不愿意、亦无条件采用中国式的严厉社区封控措施坚决阻断疫

情传播.美欧各国国内疫情加剧,社会恐慌上升,民众对政府应对不力的批评

声浪高涨,若干“阴谋论”随之甚嚣尘上.出于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或私利算

计,美欧部分政界人士将大把时间精力花在指责和攻击中国上,刻意“带偏节

奏”,热衷“制造话题”.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直接导致３月下旬以来,刚挺过

疫情阻击战的中国就不得不在复工复产、重启社会生活的关键阶段,连番直面

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战”.尽管中国领导人、外交官和官方媒体持续呼吁各

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更以大量切

实行动积极支援各国抗疫,但西方刻意制造的追责论调不但严重掣肘国际抗

疫合作,急剧恶化了中国外部环境,也进一步动摇了各国政府之间、民众之间

在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领域本就脆弱的互信基础.

二、缺少各国政府间合作,全球治理无从谈起

短短两个月间,新冠肺炎疫情就肆虐全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直接检验了

各国的治理水平,既毫不留情地扯掉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精心编织的“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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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挡箭牌”,也暴露出各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上的诸多老毛病、新问题.反观中

国,作为疫情暴发最早的“受害者”,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尽可能迅速地控制

了疫情蔓延势头,为各国防疫争取了宝贵时间.中国政府将人民生命健康置

于首位,不计代价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且毫无保留地予

以分享.
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换来的抗疫成果,显然没能改变西

方对华“刻板印象”.部分西方政治人物傲慢批评于前,无端指责于后,更将中

国协助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抗疫的善举解读为“趁火打劫”、借机扩张

自身国际影响力.究其根源,西方与中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及

国家治理风格上差异明显,西方某些人的过度自信与长期优越感决定了哪怕

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急迫的全球性挑战,“政治挂帅”仍旧主导着西方各

国国内决策思维及国际合作意向.

疫情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急迫现实仍然改变不了“大难临头各自

飞”的自利选择.国际社会这种尴尬现状反衬出那些从需求角度出发、把“全
球性问题日益尖锐”一厢情愿地视作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动力的想法,显然过于

理想化和幼稚了.

主权国家为基础构成的现行国际秩序,从根本上决定着各国政府才是解

决国内外公共问题的最终责任人.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市场扩张的需求,
新自由主义者们提出了“淡化各国政府管治、强化普遍市场规则、壮大国际公

民社会”的全球治理主张.但这种论调除却迎合了部分中产以上民众对本国

政府治理水平低下的不满和批评,显得听起来更顺耳、看上去很美好之外,４０
年来它所唯一促进的只有以资本跨国流动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治

理主张,既未能解决各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应对全球性挑战,更加剧了国与国

之间、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扩大了各国之间、

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裂隙与相互不信任.
当今世界,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全球治理体系

最根本的“基础设施”仍旧只能是一个个具体问题领域上的政府间合作.以主

权平等、相互尊重为规范性前提,政治体制和社会差异并不必然阻碍各国之间

的交往与合作.趟若脱离具体处境,对各国自身国家治理能力强弱、国家治理

风格差别缺乏清醒认识,或则幻想以同一套标准评判各国治理得失,或则憧憬

以国际机构、民间组织、跨国公司、工商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尽可能地取代政

府来承担更大范围的公共职能,而不去实事求是地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厘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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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各自的局限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则“全球治理”也只会从

新自由主义者们勾勒的朦胧轮廓,加速退化为空洞的观念符号和政治标签.

三、各国国家治理差异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正以极端方式提供镜鉴,再次突出了各国国家治理能力、风

格上的巨大差异对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的决定性影响.

首先,但凡“治理”,就需要去实际解决公共问题.在具有跨国影响的全球

性公共问题上实现“全球治理”,还是需要在各国就具体事项形成共识后,落实

为本国相应的国家治理行动.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急迫的全球性流行病,在
国际机构的专业性指引和协调下,各国形成共识、协调一致采取行动原本不应

该有什么根本争议,可谓性质最单纯的全球治理问题.事态发展到如今这一

步,固然与欧美各国在３月前普遍对问题严重性认识不足有关,但更是各国国

家治理风格迥异,公共决策瞻前顾后、思路不一,无法在防控措施上协调一致

的结果.武汉宣布“封城”之际,全中国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为９６９例;①

而到３月中旬欧美各国“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趋严之时,它们各自国内疫情严

重程度早已超过了１月下旬的湖北.在医疗资源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欧美疫

情防控采取“拖延”削峰策略,也就成为无可奈何的“理性”选择.然而,在许多

人时刻不忘标榜自由权利,且民众基本没有戴口罩习惯(早期许多人也无口罩

可戴)的条件下,欧美各国的消极“拖延”策略明显无法取得跟东亚的日本、新
加坡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疫情防控相应的成效.并且,无论“拖延”策略还是“群
体免疫”,事实上就是在以放弃众多患者的生命为代价“优胜劣汰”,这种装点

成“科学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难免令人对欧美应急状态下的国家治理风格

“刮目相看”.各国疫情防控策略不协调,固然是各自基于本国现实条件权衡

决策的结果,但也是国家治理不同风格、不同价值观基础、不同思维方式的生

动反映,集中体现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基本困境.

其次,各国国内政治的不同运行逻辑和政治周期决定着国家治理从来不

是技术层面理性选择的结果,进而也将影响到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实效.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在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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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截至１月２２日２４时的报告数字,同一时间节点,境外通报的确诊病例为９例,港、澳、台地区

及美国、日本、韩国各１例,泰国３例.



出的外交决策“双层博弈”模型中,精彩刻画了国内政治对跨国协调的决定性

影响,但他的模型未尝涉及特定政治“时机”起到的作用.而本次新冠肺炎疫

情中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出位”表现,再一次生动诠释了美国国内选举政治周

期对其本应承担的国际责任造成多么严重的冲击.对照各国的抗疫表现,不
难发现,哪怕同属“自由民主国家”阵营,各国不同的国内政治节律,领导人的

相对政治威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各地

区长期形成的不同样态,都显著影响了各国应对疫情的具体表现.蔓延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出彰显了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政治、国家治理与

全球治理之间微妙的紧密关联.传统上将国内政治体系与国际体系两分的国

际问题研究思路,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细

致考察.
再次,已然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西方政治标准,让人们熟悉了从“自由与专

制”“民主与威权”等片面的政体两分视角来看待各国政治实践.某种程度上,
这其实也是某些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谜之自信”的认识论根源.
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与东亚地区得到更为迅速的控制,与其之后在欧美各

国的大流行,毫不意外地让大家质疑这种“政体两分”对于认识各国的治理水

平差异到底有多大帮助? 仅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来说,如何“让大家戴上口

罩”相比于其他公共政策显然更有力地影响着病毒传播的速度和疫情防控的

效果.东亚与欧美之间的防控差异显然与何种政体没有显著关联,而是群体

价值观与生活习惯差别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疫情初起之际,受影响最早的中

日韩三国就已经展开了密切的官方合作与民间互助,而在伊朗、巴基斯坦及新

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疫情趋向严重时,来自中日韩等国家的协助也在双

边层面以及既有地区多边框架内迅速展开.相对于欧盟疫情防控早期的混乱

局面,东亚各国的相互合作明显更加有力和有序(当然这也与东亚整体上疫情

防控压力较小有关).地区间疫情防控表现的差异,意外地揭示出被新自由主

义版本的“全球治理”普适主张忽略掉的内容———由于地缘距离及社会价值

观、生活习惯上的接近,或许在解决跨国性公共问题时,在“各家自扫门前雪”
解决好本国问题的基础上,推进不预设政治立场、具体问题导向的“地区内合

作”才是更为现实的全球治理方案.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证明,缺少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互信

与合作,哪怕紧急事态迫在眉睫,国际机构事实上也难以担负起全球治理的协

调责任,反而首当其冲地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阵地.国际机构只能是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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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之中国际合作的被动执行人,而非最终决策者.各种专门性国际组织

的发展壮大固然体现了国际关系制度化水平在提升,但依旧根基脆弱,其道义

作用、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影响能力.在此次疫情中,美国公然宣布暂停向世

界卫生组织缴纳本已拖欠的会费,并要求对其问责,甚至威胁不排除组建替代

机构.这种赤裸裸的霸道举动当然极不正常,但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实践中

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很有可能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常态化.国

际机构被动“躺枪”,成为大国竞争与冲突的牺牲品,这原本也是国际关系史上

的寻常现象.但对于一个经历了４０余年快速全球化的世界来说,专门性国际

机构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全球治理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在世界各大国更多地

奉行多边主义的时期,容易让人们对国际机构所体现的“国际制度”的“自主

性”有了过高期待,而一旦浪潮退去,大家才发现国际机构的动力与活力远没

有那么强劲.可是,对于众多经济欠发达、政府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各种国际机构(尤其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依然是它们难得

的发声平台和重要的外部援助供给方.尽管我们需要对国际机构运作背后的

大国逻辑保持足够的清醒,但显然也不意味着要否定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

的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不要把“执行人”当成了“决策者”,误以为国际机

构已经变成了全球治理的“话事人”.迄今为止,以及在可预期的未来,有效的

全球治理的基础只能是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在相互尊重彼

此社会差异与不同国家治理风格的前提下,形成明确问题导向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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